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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砂陶艺的滥觞及其创始考 

李健 

紫砂陶艺可谓历史悠远。探讨紫砂陶艺和紫砂文化首先需要厘清的便是其纷繁复杂的发展历程。为此，本文基

于一个相对开阔的社会文化语境，以宜兴紫砂为主要对象，对紫砂陶艺的滥觞期及其创始时间进行必要的考察。这

一历时性梳理，不仅在于揭示紫砂陶艺的发展轨迹，更在于促进我们理解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变迁因素，为紫砂陶艺

的讨论提供更为宏阔的历史与现实依据。 

一 

陶器作为一种实用器具的出现，是标志人类文明进程的重要参照系之一。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的陶器制作便已经十分普

遍了。据考古发现，我国现存最早的陶器残片距今已有万年之久。 

长江中下游流域的河姆渡文化，是我国考古发掘中完整或可复原的陶器出土最多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其制陶业发达，

以夹炭黑陶为主，器型丰富，纹饰繁密。与之存在复杂承续关系的马家浜文化，则主要分布在太湖地区，陶器以夹砂红陶为主，

具有较为鲜明的地域特征。宜兴地处太湖之滨，追溯其制陶工艺的源头，在文化类型上与马家浜文化可谓一脉相承。据考古发

现，“早在新石器时代，生活在江苏境内的先民就已经开始抟土为坯，掘地为穴，以火烧制陶器了”。具体到宜兴地区的古窑

址调查，也充分证明了“早在 6000 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宜兴的先民们就在这块土地上生息劳作并烧制出原始陶器”。（李敏

行.中国古代紫砂器[M].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11.）自此之后，宜兴的制陶业历经漫长的兴衰史，却再没有中断过。紫砂陶艺

能够在这里出现并最终走向成熟，绝非偶然。诚如有研究者所言：“宜兴之所以能成为以出产紫砂器闻名的陶都，除了当地得

天独厚的紫砂矿藏外，还有其历史上、文化上的背景使然。”（中国古代紫砂器，11) 

由此延伸开来，制陶业的出现和兴起不仅仅是反映了社会生产水平的发展状况这么简单。其背后所蕴含的社会文化意义同

样值得关注。仅以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制作为例，一方面制陶工艺的发展直观地体现了人类社会在物质生产层面所达到的文明程

度；但另一方面，这一物质生产过程又包含了远为复杂的社会文化内涵。首先，物质文明的发展本身便是社会形态变迁的内在

推动力。制陶业在新石器时代的演进史，反映的不只是手工业的发达程度，还有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社会阶层的差异化发展

等复杂的社会变革因素。其次，尽管制陶业是为日常生活服务的，但同时也承担着更复杂的社会功能。陶器主要是作为日用器

存在的，但也有一部分承担着祭祀、丧葬等礼仪活动中的礼器等其他社会功能。伴随着制陶工艺的技术发展，陶器所承载的文

化意味不仅越来越复杂，而且其“抽象纹饰符号”或曰“线的形式”本身也成为一种重要的精神追求。陶器在这个过程中虽然

仍然属于实用器具，但对外观的要求所反映出的人类审美意识的觉醒，却是考察包括紫砂陶艺在内的各种陶瓷工艺发展轨迹的

重要线索之一。 

二 

纵观宜兴制陶业自先秦以降的演进轨迹，必须紧密结合社会生活和文化变迁的整体时代语境才能得到更充分的揭示。 

宜兴制陶业经商周两代、春秋战国时期，至两汉、魏晋南北朝，再及隋唐五代，工艺水平逐步提升。从商周两代的印纹硬

陶、原始青瓷，春秋时期的陶轮制坯，汉代的釉陶烧制，再到魏晋之后的青瓷生产，宜兴地区的陶瓷业发展起起伏伏，既深受

物质生产条件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又一直以日常生活用陶的生产为主流。在唐五代后整个江苏青瓷生产“渐趋衰落，终至

失传”、宋代之后逐渐进入瓷器一统天下的时代状况下，宜兴陶瓷业反而因日用陶器的兴起，“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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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烧制胎壁较厚，胎质坚致，内外施釉的大型陶缸和中型陶坛、钵等产品，其胎质、造型、成型制作等方面均有重大改进。此

时形成以宜兴丁山、蜀山、汤渡和五圣庙为中心的两个产区，奠定了尔后陶都宜兴发展的始基”。（中国古代紫砂器，15）正因

为如此，可以在总体上对宜兴陶瓷作出如下判断：“宜兴陶瓷有着优秀历史传统，总是以生产日常生活用陶为主流。几千年来，

随着社会发展、时代变迁，它历经几度兴衰，但基本上没有断产，其所以有这样强大生命力是和上述传统直接相关的。”（顾

景舟主编.宜兴紫砂珍赏[M].香港三联书店，1992:12.）尤其是进入宋代之后，由于瓷器制作工艺的成熟，陶器的生存空间受到

了极大的挑战。的确，宋代作为我国制瓷业发展史上最重要的时期之一，不仅在技术层面达到了一个纯熟的阶段，而且为陶瓷

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陶器自此之后，逐渐成为瓷器的“背景墙”。此后的中国陶瓷史，可以说基本上已被瓷器史所取代。

几乎唯一的例外，便是紫砂陶器在明中叶后的兴起和繁荣。 

对于中国陶瓷业的演进史来说，由陶到瓷，被认为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一项伟大贡献。与陶器相比，瓷器的出现要迟

得多。从商代中期出现所谓“原始瓷”到瓷器烧制技术日臻成熟、名窑名瓷众多、瓷业空前繁荣的宋代，瓷器经历了漫长的工

艺革新，最终逐步取代陶器，成为中国人社会生活最主要的日用器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陶器自此以后便退出了历史舞台。事

实上，瓷器作为从陶器制作脱胎而出的“近亲”，与陶器之间的差异本身便不是烧制方法差异、用土材料差异可以一言以蔽之

的。恰如李霖灿在《中国美术史讲座》一书中所总结的：“由陶到瓷，这是一项大的进步，但是这二者之间的区分却非常之不

易讲。从胎骨质地上说，严格的人以为只有景德镇的高岭土做的器皿才算是瓷器；也有人从烧窑的温度上着眼，凡在摄氏 1000

度以上的火候中烧成的才算真瓷，低于这个度数的都只能算是陶器；也有人从釉色上着眼的；也有人从渗水性方面着眼的；也

有从器皿的透明度上着眼的，晶莹的是瓷，混浊者是陶……但是这些区分都是相对的，而且竟然找不到一个可以全部涵盖又为

大家都能接受的说法，结果便形成一种精者为瓷，粗者为陶的笼统说法，大家对此都不满意，却又一时拿不出更好的说法，其

情况很有点像讲玉器的样子，‘玉，石之美者也’，但是其中泾渭分界的线是很模糊的。”（李霖灿.中国美术史讲座[M].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75.) 

即便是“精者为瓷，粗者为陶”这一笼统说法，至少放在紫砂陶艺这里也是极不恰当的。纵使不去考究紫砂陶器制作工艺

的复杂性，相对于有宋一代确立起来的瓷器美学趣味，紫砂陶亦有属于自己的审美追求和艺术品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宜

兴陶瓷业在宋之后以日用陶器的生产为主流，不仅事实上承续了自新石器时代以来长期积累的制陶传统，而且为自己日后在瓷

器一统天下的环境中开辟出一片璀璨的新天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确切地说，“紫砂器的创制与宜兴日用陶瓷的烧造有着密切

的联系，它是从一般陶器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独特的品种，也同其他工艺品一样，是经过无数劳动人民的无穷智慧和创造，

经历着较长时间的演变过程。”（潘春芳，贺盘法.我国紫砂器的起源和发展[J].江苏陶瓷，1980〈2〉：2.）从紫砂陶艺的创始

角度来看，这无疑是一个关键性的逻辑起点：紫砂陶器的出现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势必经历了较为漫长的演进历程，并最终形

成属于自身的内在规定性。概言之，“紫砂陶器既不是普通的红泥或紫泥制作的陶器，也不是普通的日用砂器（如砂锅一类），

而是特指用宜兴紫砂陶土原料，采用独特的工艺技术制作的陶器，有别于宜兴之外其他地区的红泥或紫泥陶器，也有别于宜兴

本地的一般陶器品种。”（杨子帆.紫砂的意蕴——宜兴紫砂工艺研究[M].中华书局，2014:6.) 

三 

撇开新石器时代制陶工艺的历史传承价值不谈，根据现有考古成果及文献资料，宽泛意义上的紫砂陶器在宜兴地区的创世

应该是北宋以后的事情了。目前，国内紫砂界对此仍存有一定的争议。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紫砂陶器究竟肇始于北宋还是明中

叶。其实，如果立足于一个更辩证的历史视野，这两种观点并没有看上去那么不可调和。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紫砂器的历史认知主要依赖于明中叶后有限的文献记载。其中最重要也最知名的无疑是明代周高起的

《阳羡茗壶系》。在这一现今已知最早的宜兴紫砂研究著作中，作者明确指出：“金沙寺僧，久而逸其名矣。闻之陶家云，僧闲

静有致，习与陶缸瓮者处，抟其细土，加以澄练，捏筑为胎，规而圆之，刳使中空，踵傅口、柄、盖、的，附陶穴烧成，人遂

传用。”（[明]周高起编著，高英姿选注.阳羡茗壶系·紫砂名陶典籍[M].浙江摄影出版社，2000:4.）后人多以此为据，将宜

兴紫砂陶艺的创始时间设定在金沙寺僧生活的明中叶。与之彼此印证的则是，被视为紫砂陶艺鼻祖的供春（约 1506-1566，又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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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春，明正德嘉靖年间人），据传正是随此僧学习，才参悟得紫砂陶艺真谛，成为一代宗师的。以此为限，无论文献记录还是实

物考证，严格意义上的紫砂器出现时间都未有早于这一时期的确凿证据。及至 20 世纪 70 年代，宜兴羊角山早期窑址被发现，

发掘出了大量早期紫砂废品堆积。其“造型主要是壶、罐两大类，其中以壶类为大宗，色泽为紫红色，里外都无釉。根据残片

复原情况看，壶有高颈壶、矮颈壶和提梁壶三类。虽然泥质较粗糙，产品表面致密度差，并且常有火疵现象，但已不同于当时

宜兴烧造的其他日用陶瓷器皿。从造型和工艺手法上已可看到紫砂陶器的雏形”。尤为重要的是，经相关考古专家鉴定，这一

古窑遗址的年代“可早到北宋而盛于南宋”。（江苏宜兴陶瓷工业公司编.紫砂陶器造型[M].轻工业出版社，1978:2-3.）以此为

依据，再结合北宋梅尧臣及其后的一些诗文杂录等文献材料，才逐渐形成一种较为盛行的观点，即“紫砂器创始于宋代，至明

代中期开始盛行。”（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M].文物出版社，1982:392.) 

对于后一种观点，质疑主要在于羊角山窑址出土的紫砂废品是否能确定为北宋烧造，仍存有疑问。而除却这一窑址遗存，

目前尚缺乏更具有说服力的窑址或其他实存器物，可以充分证明宋元时期确已开始烧制真正意义上的紫砂器。此外现存用以佐

证的诗文杂录，其可靠性也颇值得推敲。正因为如此，有学者指出：“由于我们现在无法对北宋说进行科学而客观的甄别和确

认，加上北宋的文学作品中除了提及‘紫泥’以外，并没有明确的地域概念，因此目前很难确定他们指的就是宜兴的紫砂器。”

（陆明华.宜兴紫砂器起源与明代名家茗壶研究[J]东南文化，2016〈3〉：78.）这种质疑对于更好地认识紫砂陶艺发展轨迹，是

大有裨益的。 

就紫砂陶艺的创制而言，上述两种观点的交汇至少能给人们带来如下启示： 

一方面，明中叶以供春为标志，紫砂陶艺正式登上陶瓷史的舞台并非一个偶发事件。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任何一种民间技

艺从最初出现到最终成熟，都必然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说，考察紫砂陶艺的滥觞，需要将其放置在新石器时

代以来宜兴陶业发展的整体格局中来进行。“北宋说”的提出，则在客观上提供了一个更明确的时间节点，有助于人们推测出

紫砂陶得以出现的原初状况，及其最终走向成熟所经历的代际更迭。如果不以宜兴紫砂陶制作工艺完全成型为其创始起点，仅

以其滥觞为线索，可以认为：“我国紫砂器起源于北宋中期，宋元时期为宜兴紫砂的初创时期。这个时期的器物为早期紫砂。

经过宋元及明初五百多年的发展，由于无数陶工的辛勤劳动，逐渐由原始阶段向成熟阶段演进，至明朝中叶，独立的紫砂工艺

体系乃告完成。”（我国紫砂器的起源和发展，3）金沙寺僧及供春的存在，实际上说明了紫砂工艺发展过程中，一些关键人物

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离开他们，紫砂陶艺就无以为继甚至不复存在了。 

另一方面，紫砂陶在明中叶后逐渐形成完善的制作工艺，又是和社会生活的时代变迁息息相关的。纵观宜兴陶瓷业的兴衰

沉浮，既包含着物质生产层面的演进逻辑，也无法离开具体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习俗孤立地讨论。正如有研究者所论：“紫砂陶

诞生是个缓慢的过程，一开始并不纯正，是伴随着大型陶器的发达而逐步发展，逐渐为陶工们所认识的。可以这么说，陶器生

产规模的扩大，技术的进步，产品的器型，遇到了天赋的优质紫泥，加上当时的煮茶和饮茶的生活习惯，用纯净的紫砂泥作紫

砂陶也就应运而生。”（徐秀棠.中国紫砂[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4-6.）这其中，优质紫泥的发现和使用，既是宜兴地区

得天独厚的地质条件所决定的，也与日用陶器的大规模生产所积累的制作经验直接相关。而中国人“煮茶和饮茶的生活习惯”

自唐宋以下至明中叶的变迁，不仅引发了人们对紫砂陶器的追捧，也为其在明清两代的繁盛奠定了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紫砂

陶艺从滥觞至兴盛，因此可谓是社会生活乃至文化习俗发生转变之后所带来的一系列后果的重要表征之一。 

总之，如果将漫长的宜兴陶瓷业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紫砂陶艺的发展，其滥觞期上可达新石器时代，下可至明中叶。而若

仅以紫砂器的创始为限，则可借鉴一些学者的观点，将北宋至明中叶（正德年间）归为紫砂陶艺的草创期。尽管目前对于这一

历史阶段内紫砂陶艺的演化史，仍缺乏足够的文献及实物资料予以考证，但其总体发展线索还是有迹可循的。相信未来随着相

关文献资料的发现，乃至新的窑址遗迹的发掘，都会进一步完善人们对这一历史阶段的认识。 


